
接受史视野中的陶渊明，在南朝作为人格高士
的形象，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认同。 颜延之的《陶征士
诔》是歌颂陶渊明“高行峻节”的现存最早记载［1］，此
后，沈约《宋书》、钟嵘《诗品》和萧统《陶渊明集序》
都推崇其人格。 对陶渊明文学创作价值的接受，学
界向来认为宋代的鲍照是学陶和拟陶第一人。 鲍照
《学陶彭泽体》作于元嘉二十九年（452）秋，此时已
经去渊明逝世 25 年， 鲍照首先发现陶渊明的文学
价值，“为陶渊明诗文在后代的接受引来了第一丝
曙光。 ”［2］但鲍照的陶彭泽体，并不涉及陶渊明的田
园诗，而是看重其“羲皇上人”般的悠然自适。 鲍照
之后， 江淹是第二个发现陶渊明文学价值的诗人，
但却是第一个推崇陶渊明田园诗的人。 江淹《杂体
诗三十首》中直接把陶渊明的田园诗作为一种重要
类型加以拟作，题为《陶征君田居》，意境神似，直可
以假乱真。

不过，我们通过文献挖掘发现，在鲍照、江淹之
前， 还有一个人较早发现了陶渊明的诗文价值，并
在自己的创作中有所体现， 这个人就是跟陶渊明、
颜延之同时代的范泰。

范泰，字伯伦，顺阳山阴（今河南淅川 ［3］）人，是
史学家范晔的父亲，生于晋穆帝永和十一年（355），
卒于宋文帝元嘉五年（428），享年 74 岁。 陶渊明卒
于元嘉四年（427），享年 63 岁，按正史记载应比范

泰小 10岁。 元嘉四年，颜延之 43 岁。 这样算来，三
人应是同时代人，其中范泰、陶渊明二人年龄最为
接近。范泰的祖父和父亲都是晋朝高官。祖汪，晋安
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父宁，豫章太守，著有《春
秋榖梁传集解》，江州经学的关键人物。

范泰初为太学博士，后来做过天门太守、南郡太
守、东阳太守、累迁侍中和尚书兼司空。 进入刘宋后，
拜金紫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 元嘉三年，进位侍中、
左光禄大夫、国子祭酒，领江夏王师。 史书本传中记
载他“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传于世”［4］，今有
研究者把范泰定位为“文学家”［5］，并且“仕途显赫”，
是顺阳范氏“自西晋以来最为贵显者”［6］，似不为过。

一 学界范泰研究现状及意义

不过， 范泰在文学史上几乎是被湮没无闻的
人。 在几部影响较大的文学史著作中，笔者仅发现
曹道衡先生的《南北朝文学史》把范泰放在了晋、宋
之际文风转变的背景下，一句话点评了范泰的《经
汉高庙诗》，认为这是“借怀古以咏时事”之作 ［7］，体
现了晋宋之际“文学摆脱了形而上的思维而重新注
目于日常生活， 再度恢复了缘情言志的功能”［8］，对
于范泰其他诗文作品却没作具体评论（按，曹道衡、
沈玉成的《南北朝文学史》在资料发掘方面比其他
同类文学史更为详尽完备，该书收录许多在其他南

论范泰在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吕辛福
（青岛科技大学 传播与动漫学院，山东 青岛 266061；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

摘要：通过对范泰（355-428）诗文创作和人际交往的梳理，我们发现，与陶渊明（365？ -427）同时代的文人中，范泰

应该是第一个在诗文创作中完成对陶渊明接受的人，他的接受可能在陶渊明生前即已完成。 范泰从陶渊明人品出

发，独具慧眼发现陶诗中的高士内涵，并在创作中加以体认，无论是《张长公赞》还是《九月九日诗》，都能从中发现

陶渊明的影响。 在南朝陶渊明接受史视野中，范泰、鲍照和江淹三人构成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创作接受历程，范泰在

陶渊明接受史上的地位不应忽视，彰显范泰的作用，可以完善我们对南朝陶渊明接受现状的认识。

关键词：陶渊明；范泰；高士；张长公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5744（2013）05-0074-07

收稿日期：2015-03-21
作者简介：吕辛福（1980—），山东莱芜人，青岛科技大学传播与动漫学院讲师，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魏晋南北朝文学、新闻写作的教学与研究。

宁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Ningxia University（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第 37 卷 第 5 期

2015 年 9 月
Vol.37 No.5
Sep. 2015

74— —

ChaoXing



北朝文学史中没有收录的作家，并进行一一点评）。
其他文学史著作对晋宋时代的作家介绍，基本都是
围绕“元嘉三大家”和陶渊明的框架介绍。 例如，游
国恩主编《中国文学史》（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
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章培恒和骆玉明主编《中
国文学史》（上）、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二卷。
另外，郑振铎、罗根泽、胡国瑞和聂石樵等人的文学
史中，对范泰也是只字未提。

范泰诗文作品散佚较多， 今天所见仅有辑本，
文 22篇，诗六首，《古今善言》一卷。 《宋书》（《宋书》
卷六十）《南史》（《南史》卷三十三）各有《范泰传》，
《隋书·经籍志》 著录 “宋太常卿范泰集十九卷”［9］，
《旧唐书·经籍志》 著录 “范泰集二十卷”［10］，《新唐
书·艺文志》著录“范泰集二十卷”［11］，南宋郑樵所著
《通志》中，仍录有“太常卿范泰二十卷”［12］，但元代
刊行的《宋史·艺文志》已不见范泰著录，估计《范泰
集》在元代已经亡佚。

上述史书艺文志以及经籍志中一个值得关注
的现象是， 范泰集的著录位置皆紧承陶渊明集之
后。 明代焦竑《国史经籍志》卷五录有“范泰集二十
卷”［13］。 依据焦竑序中所言“以当代见存之书，统于
四部，而御制诸书，则冠其首焉”［14］，则卷五著录《范
泰集》应该是其“当代见存之书”。 不过焦竑的书目
似不足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批评它“丛抄旧目，
无所考核。 不论存亡，率尔滥载。 古来目录，唯是书
最不足凭”［15］。 笔者比较焦竑《国史经籍志》与郑樵
《通志》 所录刘宋时代书目发现， 焦竑所录刘宋时
代作家数量（同为 162 家）、作品卷数、排列顺序、
写作格式等与郑樵完全一致，最大不同仅在于去掉
了作家的官职称呼而已，故其序言中所说著录“当
代见存之书”的可信性较差，《范泰集》在明代不可
能还见存 20 卷本。 《清史稿·艺文志》只录有“宋范
泰古今善言一卷”，不再置于“别集”，而是置于“杂
家类杂学之属”［16］， 马国翰 《玉函山房辑佚书》在
“子编杂家类”著录《古今善言》一卷，今天国内部
分高校图书馆所藏 《古今善言》 一卷本即马国翰
《玉函山房辑佚书》所辑版本。 严可均辑《全宋文》
从《宋史》《艺文类聚》《北堂书钞》等书中辑录范泰
文 22 篇，逯钦立辑《宋诗》卷二从《艺文类聚》《北
堂书钞》《诗纪》以及《晋书》中辑录范泰诗六首，三
首完整，三首残篇。

范泰诗文作品流传至今的不多，学界历来对范
泰、陶渊明关系缺乏关注，从文学史以及目前所见
陶渊明接受史研究中，很少有人涉及范泰，笔者目
力所及仅在刘中文《唐代陶渊明接受研究》一书中

发现有关范泰受到陶渊明影响的寥寥不足百字的
论述，只涉及《九月九日诗》，不仅征引资料不全，
而且持论亦有商榷之处 ［17］（另按，刘中文认为是范
泰将陶渊明的“菊”与重阳节第一次在诗里联系起
来，这种观点虽给人启发，但却有拔高之嫌，参看
朱自清先生对九月九日咏菊诗的考察，见于《陶渊
明研究资料汇编》， 中华书局，1962 年版， 第 296
页）。 除此以外，没有再发现其他接受史论著中论
述范泰文字。

从范泰的经历来看，他身处高位，历任东晋、刘
宋尚书和光禄大夫等职，对陶渊明的田园诗缺乏接
受的现实可能性，倒是后来的江淹，首先发现了陶
诗的田园诗价值。 范泰对陶渊明的接受，主要体现
在高士诗文方面，这是在人格体认层面对陶诗的初
次接受。 因此，在后代理解接受陶诗内涵的丰富性
方面，范泰应该占据一席之地，这对于我们加深南
朝时期对陶渊明的接受认识也是有帮助的。

二 从诗文创作层面看范泰对陶渊明的接受

要找出陶渊明和范泰之间的文学承继关系，首
先需要从陶渊明诗文中的高士人物张长公谈起。

陶渊明诗文作品中出现了众多高士人物，尤以
《饮酒》（20 首）诗中最多。 此外，在《咏二疏》《咏贫
士》《扇上画赞》《读史述九章》中也出现一些高士人
物。 通过颂扬高士人物体现高士情怀，这是陶诗的
一个重要特色。

清人方宗诚评价陶渊明《扇上画赞》时说，诗中
提到的高士是“渊明心所向往之人”［18］，是陶渊明理
想人格的一种寄托。 陶渊明笔下的高士人物不仅来
自于《高士传》，而且他还依据对理想人格的构建标
准，把历史上一些没有进入《高士传》的人物，赋予
了高士一样的人格内涵，典型的莫过于《饮酒》中出
现的张长公。 《饮酒二十首》第 12 首云：“长公曾一
仕，壮节忽失时。 杜门不复出，终身与世辞。 ”［19］

诗中出现的“长公”即张挚，西汉文帝时人，史书
中并没有单独为其列传， 关于他的材料仅见于其父
张释之的传记中。 《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中跟张挚
有关的记载只有这么一句：“其子曰张挚，字长公，官
至大夫，免。 以不能取容当世，故终身不仕。 ”［20］

在陶渊明之前，并没有文人在诗中特意提及张
长公，把张长公这个历史人物挖掘出来，推崇其人
格，赋予高士的意义，这是陶渊明首创。 张长公是历
史上的真实人物，不是虚无缥缈的传说人物，陶渊
明自身独特的经历和自我道德期许，让他从张长公
身上获得了榜样力量，找到了情感共鸣，在诗中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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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公跟历史上的著名高士人物比肩吟咏。 从陶渊明
开始， 张长公这个历史人物形象开始变得高大起
来。 除了在《饮酒》中提到他，陶渊明还在《读史述九
章》《扇上画赞》中再次提及，《读史述九章》中最后
一首为《张长公》：“远哉长公，萧然何事？ 世路皆同，
而我独异（或为“世路多端，皆为我异”。 逯钦立和
龚斌皆持此论。 分别见龚斌 《陶渊明集校笺》，台
湾：台北里仁书局，2007：500；逯钦立《陶渊明集》，
北京：中华书局，1979：185。 笔者认为“世路皆同，
而我独异” 更符合史书中对张长公的描述， 故从
《艺文类聚》）。 敛辔朅来，闲养其志。 寝迹穷年，谁
知斯意。 ”［21］《扇上画赞》中涉及张长公内容：“张生
一仕，曾以事还，顾我不能，高谢人间。 ”［22］这里都是
褒扬张长公的为人及事迹，肯定其高尚人格。 陶诗
中对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三彰其名，较为罕
见。 受陶渊明影响，张长公在后代文人那里获得更
多认可，历代不乏歌咏之作，限于篇幅，本文只提范
泰。

继陶渊明之后，首先认同张长公的是跟陶渊明
同时代的范泰。 范泰有一篇《张长公赞》，该文最早
见于《艺文类聚》，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
六朝文》据以辑录。 内容如下：

宋范泰《张长公赞》曰：长公秉心，独逸世表。 量物

难同，审已弥了。 情虽高遂，迹无抗矫。 靡当夷惠，孰识

多少。 ［23］

范泰《张长公赞》在《艺文类聚》中跟《宋陶潜张
长公赞》同在“隐逸”条目下，且前后相继，在同一页
上。 从“赞”的内容和在类书中的位置可以看出，范
泰的“张长公”跟陶渊明的“张长公”实际是指同一
人，即西汉张挚。 从前面分析可知，陶渊明首先赋予
了张长公高士人物的人格内涵，范泰《张长公赞》同
样颂扬长公人格，由此推测，范泰此文极有可能是
受到陶渊明的影响而创作。

仅凭此一篇文章，或许不足以说明问题，范泰
留存下来的文章除了《张长公赞》，还有《吴季子札
赞》［24］。 吴季子，名札，春秋吴公子，又称公子札、延
陵季子、延州来季子，皇甫谧《高士传》中有此人。 不
过吴季子事迹流传较广，不见得范泰《吴季子札赞》
即取材于《高士传》，但可以看出，范泰对历史上的
高士人物同样期许，这跟陶渊明非常相似。 范泰另
有一篇《高凤赞》。 全文如下：

遐哉玄古，邈矣皇羲。自兹已降，显默参差。智为世

骇，才为物奇。 迹出无泯，潜跃俱驰。 暧暧若人，孰测其

为。 戢曜幽壑，采真重崖。 冲情莫亮，污迹示疵。 轻俗无

际，肆志莫羁。 ［25］

范泰提到的“高凤”，到底是嵇康《高士传》中的
高士人物“高凤”，还是另有所指？ 文多隐晦，没有明
说，历来也没有人对此进行解释。 不过，针对范泰这
篇《高凤赞》，笔者在其子范晔所著《后汉书》中找到
了理解的依据。 范晔在 《后汉书·逸民列传》“高凤
传”后，有这样一段话：

论曰：先大夫宣侯，尝以讲道余隙，寓乎逸士之篇。

至高文通传，辍而有感，以为隐者也，因著其行事而论

之曰：“古者隐逸，其风尚矣。 颍阳洗耳，耻闻禅让；孤竹

长饥，羞食周粟。 或高 以违行，或疾物以矫情，虽轨迹

异区，其去就一也。 若伊人者，志陵青云之上，身晦泥污

之下，心名犹且不显，况怨累之为哉！ 与夫委体渊沙，鸣

弦揆日者，不其远乎！ ”［26］

这段文字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高凤赞》，还有助
于我们侧面了解范泰之为人。 范晔提到的“先大夫宣
侯”，即其父亲范泰（范泰去世后，“谥曰宣侯。 ”［27］），
“高文通”即高凤（“高凤字文通”［28］），范晔说他父亲
范泰“寓乎逸士之篇”，不过史书中为隐逸高士单独
列传正是从范晔《后汉书》才正式开始（范晔《后汉
书》单列《逸民列传》或许受到其父范泰的影响），范
泰当然不会看到 《后汉书》（范晔 35 岁完成 《后汉
书》时范泰已去世多年），范泰看过的“逸士之篇”则
极有可能就是当时文人容易见到的《高士传》，当时
对于高士、隐士和逸士的概念是可以通用的，这从
范晔《逸民列传》中的收录情况可以看出，其中部分
收录人物在嵇康《高士传》中也出现过，在此不必纠
结于高士、逸士的名称差异。 范泰对于高凤非常赞
赏，他读到“高文通传”时，“辍而有感”，并“著其行
事而论”，认为“若伊人者，志陵青云之上”。 于此，我
们就不难理解范泰《高凤赞》的吟咏对象，实际就应
该是东汉初期汉肃宗（汉章帝）时期的高凤（高凤生
活在东汉初期，见范晔《后汉书》记载，“肃宗亦礼郑
均而征高凤”［29］），也就是嵇康《高士传》中的高凤。
《高凤赞》中“冲情莫亮，污迹示疵。 轻俗无际，肆志
莫羁。 ”与范晔《后汉书》中记载范泰对高凤“志陵青
云之上，身晦泥污之下”的评价是一致的，实即高凤
高尚人格的写照， 对高士人物高尚人格的推崇，这
是范泰与陶渊明一致的地方，于此不难理解范泰为
何会创作《张长公赞》。

我们知道，陶渊明可能读过《高士传》（按，唐宋
一些十卷本的 《陶渊明集》（北齐阳休之编） 中，有
《四八目》，或曰《圣贤群辅录》，其中出现注引嵇康
《高士传》或者皇甫谧《高士传》内容。 另外，朱光潜
《诗论》第 13 章“陶渊明”中认为，“从偶尔谈到隐逸
神仙的话看，他读过皇甫谧的《高士传》和刘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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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仙传》那一类书。 ”见朱光潜《诗论》，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5：180），那么范泰到底有没有
读过 《高士传》， 在范泰写给谢灵运的一封书信
中，给出了答案。 这封书信在严可均的《全上古三
代秦汉三国六朝文 》中名为 《与谢侍中书 》，其中
有“历观《高士》，类多有情 ”一句 ［30］，说明他确实
看过《高士传》。 而据《广弘明集》，范泰与谢灵运
之间的这次书信往来记载更为确切，《广弘明集》
中，收录了范泰的 《佛赞》《与谢侍中书 》，与之并
列的还有谢灵运的《答范光禄书》《和范光禄祗洹
像赞三首并序》［31］。

范泰除了《张长公赞》这篇文章，还有一首《九
月九日诗》跟陶渊明有关。 《九月九日诗》：“劲风肃
林阿，鸣雁惊时候。篱菊熙寒丛，竹枝不改茂。 ”［32］其
中有“篱菊熙寒丛，竹枝不改茂”一句，即把陶渊明
的名句“采菊东篱下”，用“篱菊熙寒丛”的形式翻
出，别具一格。 这既是对陶诗的创新性改造，同时又
可以看成是九月九日重阳节咏菊主题的接续（参看
朱自清先生对九月九日咏菊诗的考察，见陶渊明研
究资料汇编［M］.北京：中华书局，1962：296），在对
陶诗内涵的把握上，范泰较为准确地揭示出陶诗内
容方面与高士人格联系密切的一种显著特征，这是
在南朝推崇陶渊明人格的背景下，对陶诗作出的选
择性接受。 至于陶诗中的田园风格，则到了梁代江
淹那里才有了初步接受。 在陶渊明时代，田园诗在
当时文坛并没有获得认可，因为陶渊明的诗文是跟
主流的文学审美趣味相背离的，“连具备相当审美
能力的一代文豪颜延之都发现不了陶渊明的诗文
之美，其他一般士人就可想而知了。 ”［33］稍后的鲍
照《学陶彭泽体》，其中并未涉及田园诗，梁代江淹
的《陶征君田居 》，开始彰显陶诗田园特色 ，不过
这并没有获得广泛认同，梁代文坛似乎普遍对陶
诗评价不高，钟嵘《诗品》中曾指出时人评价陶诗
为“质直 ”的“田家语”（曹旭解释“田家语”为“农
夫质朴无文的日常生活语”［34］）。 从范泰、鲍照和
江淹三人身上 ，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 ，陶渊明诗
文的接受变化轨迹，在南朝经历了一个从人品到
诗品的过渡阶段。

因此，从范泰《张长公赞》《吴季子札赞》《高凤
赞》 这三篇文章以及他和谢灵运的书信往来看，他
虽身居高位，但熟悉《高士传》，对高士人格同样期
许，并不陌生。 不排除他看到陶渊明的高士类诗后，
会有一种心有戚戚焉的感觉，这是范泰创作《张长
公赞》的心理接受基础。 那么，范泰有可能接触陶渊
明的为人和诗文吗？ 虽然不见陶渊明、范泰直接交

往的历史文献和诗文资料，不过，我们可以通过他
们当时交往的朋友圈子来作比较接近史实的、合情
合理的推测。

三 从人际交往层面看陶渊明对范泰的影响

范泰跟颜延之熟识，谢灵运《还旧园作见颜范
二中书》一诗可以为证。 关于诗题，《六臣注文选》张
铣注曰：“颜延之、范泰俱为中书侍郎，旧园即会稽
始宁之园也，宋太祖（按，此处应为宋文帝）遣范泰
与灵运书敦奖令仕故有此行也。 ”［35］另外，清代《采
菽堂古诗选》中对“颜范”的注解也是“颜延之、范泰
也。 ”［36］颜延之于元嘉三年任中书侍郎，范泰于东晋
末也曾任中书侍郎，元嘉三年又任侍中，所以谢灵
运诗中称他们二人“颜范二中书”。

谢灵运这首诗的背景是元嘉三年（426），宋文
帝刘义隆诛杀徐羡之、傅亮，亲自率师征讨谢晦，
三月回到建康。 不久征谢灵运为秘书监，谢灵运不
赴；再征，仍不赴。 于是宋文帝让颜延之、范泰充当
说客，劝说谢灵运出仕［37］。 可以看出，颜延之、范泰
和谢灵运这三人的关系绝不是普通的同事关系，而
是彼此交情很深。 否则，宋文帝就不会在两征谢灵
运不成功的情况下，改让颜延之、范泰去劝说谢灵
运。 顾绍柏认为范泰“与谢灵运有忘年之交”［38］（范
泰年长谢灵运 30 岁。 元嘉五年，范泰 74 岁，谢灵
运 44 岁 ［39］），曹道衡先生认为范泰、谢灵运和颜延
之是刘宋时期的“著名人物”，甚至能左右宋文帝
的宗教信仰 ［40］，这在何尚之（382-460）《答宋文帝
赞扬佛教事》中可以找到依据。 宋文帝对侍中何尚
之说：“吾少不读经，比复无暇，三世因果，未辨致
怀，而复不敢立异者，正以前达及卿辈时秀，率皆
敬信故也。 范泰、谢灵运每云六经典文，本在济俗
为治耳，必求性灵真奥，岂得不以佛经为指南邪？
颜延年之折《达性》（按，颜延之与何承天曾就“达
性论”有一场著名的争论，有关文章见于《弘明集》
卷四）、宗少文（宗炳，字少文）之难《白黑论》，明佛
法汪汪，尤为名理，并足开奖人意。 若使率土之滨，
皆纯此化，则吾坐致太平，夫复何事？ ”［41］宋文帝虽
是针对佛理的一段议论，但从中可以看出，他信手
拈来点评的观点则是来自号称“前达及卿辈时秀”
的范泰、谢灵运和颜延之。 谢灵运最终选择出仕，
也的确跟二人的劝说有关， 范泰 “与灵运书敦奖
之，乃出就职”［42］。 文学史上常把颜延之、谢灵运并
称为“颜谢”，也有“元嘉三大家”把颜延之、谢灵运
和鲍照并称，唯独不见范泰，这固然跟范泰文学成
就不能与之相提并论有关， 但却不能忽视范泰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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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谢等人的影响。 《宋书·范泰传》说范泰“博览篇
籍，好为文章，爱奖后生，孜孜无倦”，范泰尤其对
谢灵运有荐举之功，范泰“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
及文集传于世”，可见范泰在当时文坛也不是等闲
之辈。

从上面分析可以看出，颜延之和范泰不仅同朝
为官，而且彼此熟识，并且还拥有相似的朋友圈子。
如二人的好友中均有谢灵运、王弘（按，范泰与王弘
的日常交往见《宋书·范泰传》，第 1622 页。 王弘跟
范泰同朝为官，二人有书信往来，可以推测，范泰通
过王弘，亦能了解陶渊明。 另外，严可均辑《全宋文》
卷十五， 收录范泰 《与司徒王弘诸公书论道人踞
食》，第 2517 页；王弘与谢灵运的交往见顾绍柏《谢
灵运集校注》， 台北里仁书局，2004 年版， 第 424-
429页；王弘跟陶渊明的交往见《晋书·陶潜传》、《宋
书·陶潜传》）。 《南史·范泰传》载，范泰死后及葬，王
弘抚棺痛哭 ［43］，可见二人交情之深。 而据李剑锋考
证，王弘跟陶渊明个性相投，“交往接近九年”［44］。 尽
管史书中没有留下陶渊明和范泰直接交往的史料，
但我们完全可以根据其他文人的诗文资料合理推
测，陶渊明、范泰二人可能通过颜延之、王弘等人的
中介而彼此熟悉，包括各自的为人及诗文。

颜延之深知陶渊明之为人与诗文，“二人相见
恨晚， 遂成莫逆”［45］。 颜延之的诔文中妙用陶渊明
诗文典故“娴熟、贴切，如数家珍”［46］，可以说是信
手拈来。 如诔文中说，陶渊明“心好异书，性乐酒
德”，即令人想到陶渊明《移居二首》“奇文共欣赏，
疑义相与析”以及《止酒》“平生不止酒，止酒情无
喜”，虽然诔文中并没有直接点评陶渊明的文学成
就，但可以看出，颜延之对陶渊明诗文相当熟悉。
所以，不难推测，跟颜延之同样熟识的范泰，总能
够对陶渊明有所接触和了解。 甚至可以推测，范泰
有可能看过颜延之的 《陶征士诔》。 元嘉四年陶渊
明去世时，范泰仍然健在。 颜延之在诔文“序”中交
代陶渊明的谥号时说“故询诸友好，宜谥曰靖节征
士”［47］。 颜延之问询的诸多好友中， 应当也包括范
泰在内。 前面说过，颜延之、范泰彼此交情较深，范
泰又较颜延之年长近30 岁， 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长
者，为彼此共同的好友选用谥号此等严肃之事，颜
延之应该会征询范泰的意见。 于此，我们完全有理
由推断范泰《张长公赞》与陶渊明诗文之间确实存
在较大关联（按，还可以从周续之那里找寻陶、范
二人相识的线索。 《宋书·隐逸传》 周续之条下记
载：“豫章太守范宁于郡立学，召集生徒，远方至者
甚众。 续之年十二，诣宁受业，居学数年，通五经并

纬候，名冠同门，号曰颜子。 ”于此可以看出，周续
之曾经在范泰父亲范宁举办的学校里 “居学数
年”，并且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名冠同门，号曰颜
子”；而周续之后来又成为“浔阳三隐”之一，算是
陶渊明的知己，陶渊明有诗见赠，所以，通过周续
之的中介，估计陶渊明也能为范宁父子所认识。 另
外， 逯钦立先生 《读陶管见》（吉林师大学报，1964
年 3 月，第 25-26 页）中认为，陶渊明少年时“游好
六经”受到了范宁在豫章提倡经学（江州经学）的
影响）。 范泰与陶渊明等人的交往关系图示如下：

范泰

颜延之 陶渊明 王弘

谢灵运
注：实线箭头指确定有交往；虚线箭头指可能有交往

按照常理推测，范泰身居要职、官居高位，宋高
祖刘裕、宋文帝刘义隆都对他恩遇有加。 如“高祖还
彭城，与共登城，泰有足疾，特命乘舆。 ”［48］“上（宋文帝）
以泰先朝旧臣，恩礼甚重，以有脚疾，起居艰难，宴见之
日，特听乘舆到坐。累陈时事，上每优容之。 ”［49］按说他
不可能对张长公这样一位历史上名不见经传的小
人物主动产生兴趣。 合理的解释是，除非受到来自
他人的影响。 而最早在诗集中颂扬张长公的是陶渊
明，陶渊明又是范泰朋友圈子里的熟客，虽不见两
人直接交往的文献记录，但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
出，范泰作《张长公赞》，最有可能是受到了陶渊明
的影响。 并且，从文章内容看，范泰显然接受了陶渊
明对张长公人格高士的分析定位。

此外，从史书传记中有关陶渊明、范泰和颜延
之三人的记载来看，虽然他们仕宦经历不同，但他
们三人在生活行为和性格方面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给人感觉他们是同一种类型的人。

沈约 《宋书·陶潜传》 中说陶渊明：“贵贱造之
者，有酒辄设。 潜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
去。 ’其真率如此。 ”［50］《晋书·陶潜传》载其“少怀高
尚，颖脱不羁，任真自得”［51］。

《宋书·范泰传》中说范泰：“泰好酒，不拘小节，
通率任心，虽在公坐，不异私室。 ”［52］又“博览篇籍，
好为文章，爱奖后生，孜孜无倦。 ”［53］

颜延之虽然写了不少庙堂应制之作，但这是一
个“十分傲岸”的人［54］。 史书本传中记载：“延之少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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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居负郭，室巷甚陋。 好读书，无所不览，文章之
美，冠绝当时。 饮酒不护细行，年三十，犹未婚。 ”［55］

“延之性既褊激，兼有酒过，肆意直言，曾无遏隐，故
论者多不知云。 居身清约，不营财利，布衣蔬食，独
酌郊野，当其为适，傍若无人。 ”［56］“又好骑马，遨游
里巷，遇知旧辄据鞍索酒，得酒必颓然自得。 ”［57］

从三人的传记中可见，他们共同的特点即是好
酒，好为文章，真率，不拘小节，任性自我，傍若无
人，都带有一定的魏晋风度。 从颜延之对陶渊明的
大力推崇来看，作为颜延之好友的范泰，估计也能
有所耳闻。

范泰在文学史上几乎算是一个被湮没无闻的
人， 可是通过对范泰诗文创作和人际交往的梳理，
我们却发现一个基本的事实，在跟陶渊明同时代的
文人中，范泰应该是第一个在诗文创作中完成了对
陶渊明接受的人，他的接受可能在陶渊明生前即已
完成。 他从陶渊明人品出发，独具慧眼发现陶诗中
的高士内涵，并在创作中加以体认。 无论是《张长公
赞》《高凤赞》还是《九月九日诗》，都能从中发现来
自陶渊明的影响。 在南朝陶渊明接受史视野中，范
泰、鲍照和江淹三人构成了一个较为清晰的创作接
受历程，从中可以窥见陶渊明在南朝从人格高士向
文学名士的认知转变，除了田园诗，陶渊明的高风
亮节与“采菊东篱下”的悠然闲适心态，至少在陶渊
明时代就受到文人关注，范泰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至
关重要。 从对陶渊明的接受角度来看，范泰在文学
史上应该得到应有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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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经是统一的整体，不论是注是疏，都是以彼经
证此经，环环相扣，于此证见中国古代学者用思绵
密之处。 正因为此，点滴疏失是不可避免的。 但同
时，我们也只能到《十三经注疏》内部寻找正确答
案。 现在时贤提供了《毛诗正义》这个整理标点本，
既开了先河，又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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